
防疫常态化背景下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张力及其缓释

[摘    要] 在防疫常态化背景下，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张力虽然没有疫情应急性治理时期那么突出，但

两者之间的张力依然会长期存在，具体表现在人身自由、个人信息、程序正当、责任有效担当等方面

。这种张力的存在有其必然性，符合公权力与私权利二元构造的法理逻辑，也存在多元利益博弈的现

实基础。这种张力的缓释可遵循以下解决路径：一方面，作为公权力主体的政府在施策时应当坚持比

例原则，遵循正当程序，进行动态的弹性治理，并保持政策的灵活偏好；另一方面，作为私权利主体

的个人在不同位阶的权利冲突面前要有科学的排序意识。同时，在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张力场域中要做

到必要的妥协与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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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指出：“国内零星散发病例和局部暴发疫情的风险仍

然存在，夺取抗疫斗争全面胜利还需要付出持续努力。”疫情防控工作由应急管理状态全面转入常态化

管理，可以说是对公权力和私权利二者平衡的新一轮考验。政府及有关社区、村自治组织为了快速有

效地改变现状、维护社会安全稳定而采取了许多防控措施，并且绝大多数措施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

理解和支持。然而，其中的某些限制措施在法理和效益层面不乏值得商榷之处，由此带来的公权力和

私权利的冲突与平衡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格外关注。尤其是随着疫情防控与日常生产、生活相结合，

限制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将长期存在①，面对这样的持久战更要因时而变、因势而动，防止“超常措施”

引发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的失衡。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国家运用公权力对私权利进行限缩具有合法性

和正当性，但是公权力对私权利的克减并不是随心所欲、毫无限制的。事实上，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张

力有其必然性逻辑，同时也需要我们结合张力场域的现实表现去进一步探讨其应然性的合理限度与应

对原则。

一、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张力场域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冲突在松与紧的动态调整中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和激烈

程度。但不管何种形式、何种程度，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张力场域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始终是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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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一）人身自由与疫情隔离管控

当前，我国境内某些区域疫情反弹的主要来源为境外输入。虽然境内疫情控制效果良好，但依然存在

聚集性疫情传播风险，存在少量的无症状感染者，即使在低风险区也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动态调

整疫情风险等级以适应常态化防控需要。在此情形下，各地政府对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并不会完全取

消，只要有一个地区调高风险等级，关联地区就立马加强管控措施，关联人员也随即接受统一的检测

和隔离。事实上，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身自由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不受非法侵犯，禁止非法

拘禁或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我国新出台的《民法典》进一步规定了人身自由受到侵害后的权利救济

途径和责任承担方式。并且，我国《传染病防治法》只授权在发现甲类传染病时，才能对病人、病原

携带者、疑似病人以及他们的密切接触者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因此，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必须符

合法律规定，尤其是当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如果不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对公民人身自由进行不

当限制，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就更容易形成张力。近日，某些高校限制学生人身自由的做法就在网上

引发激烈的争论，争议的导火线正是此类高校将“把好校门关”曲解成了“把校门关好”，一律禁止学生

出入，却对除了学生以外的教职工、食堂工作人员实行双标管理。如此机械式的封闭管理不仅给学生

带来洗澡难、就餐难、求职难等生活上的不便，更重要的是看不见的心理上的“隐患”，即焦躁抑郁情

绪的滋生。

（二）个人信息保护与疫情信息公开

如今我们处于信息时代，民众权利意识纷纷觉醒，个人信息保护越来越受重视。有人说，以前是“人找

信息”，现在是“信息找人”[1] 316。正因如此，个人信息保护的内容在《民法典》的人格权编中占了一

个章节，共有八条之多，对个人信息保护的范围、个人信息处理的限制、个人信息的决定权、免责事

由、国家机关及工作人员对个人信息的保密义务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规定[2] 26-43。在疫情防控初期，

大量手工登记的纸质版信息“裸奔”在小区物业或是超市门口，这些纸质信息没有统一封存、不被集中

销毁，极易造成丢失、泄露，甚至会被不法分子利用。根据《民法典》的规定，信息收集者必须确保

其收集的个人信息安全，防止信息泄露、丢失。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出入车站、饭店、商超等公共场

所时出示防疫健康码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防疫健康码等电子化信息虽说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

保护个人信息安全，防止二次泄露传播，但必须看到，这些被公开的个人信息并非条条都与疫情防控

有关，例如联系方式、身份证号码等个人信息。值得注意的是，在公布一个人的接触史和活动轨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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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必然会牵扯出家庭信息、社会关系、过往病史等个人不愿公开的私密信息，这些信息的泄露

极有可能引起被歧视，甚至人身受到攻击，比如在疫情期间来自武汉的返乡者被“污名化”事件中，返

乡人员的个人信息被毫无保留地泄露，其后在微信群广为流传，造成了严重损害。

（三）正当程序权与疫情防控秩序

疫情常态化背景下，受个别地区疫情防控措施的影响，部分诉讼或仲裁当事人无法按照预期参与开庭

程序，在此情况下，当事人正当程序权的合法保障显得尤为重要。为了保证司法秩序的正常运行，许

多法院选择利用网络视听传输技术进行在线庭审，但由于网上庭审技术的不成熟，网络卡顿、辩护人

掉线、当事人找不到庭审入口等问题屡见不鲜。在司法实践中，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小事却极有可能

影响到诉讼程序参与者的积极性、认真度与参与度，造成控辩双方辩论不充分、庭审流于形式，不可

避免地与诉讼当事人的正当程序权利产生冲突。考试程序的仪式感和严肃性也同样重要，往往会影响

参考人员的专注度和投入感。当前，全国绝大多数高校已将课程及考试由线上搬到线下，但仍有一部

分面向多地考生的大型考试采取线上的方式。不成熟的线上考试技术无法保证所有参考人员享有同等

质量的网络环境，甚至可能因为网络问题影响考生良好的考试心态，监考措施也达不到传统教室考试

的现场效果。

（四）责任有效担当与责任豁免宣示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呈现出的新特点对各级政府部门依法执政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常态化下，有的

地区慎终如始，坚持常态化精准防控和局部应急处置有机结合，有的地区却仅仅满足于通过某种形式

上的防控措施来对未来可能产生的责任作出豁免宣示，而不是有效的责任担当。例如在某些低风险地

区，有关部门仍要求学校食堂设置隔离挡板，就事实来看，这些挡板挡得住对面就餐的人却挡不住隔

壁桌的人，非但起不到理想的防疫效果，还严重浪费人力和资源，营造的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安全感。

在低风险状态下，采取超常措施，公民的配合意愿可能会慢慢降低。一些基层防控逐渐流于形式，主

要有几个方面原因：一是随着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有的人以为疫情得到控制，出现了麻痹、松懈心

理；二是有的地方政府怕出事、怕担责，仍然迷恋用“一刀切”的方式获得责任豁免理由，以防将来承

担责任；三是上级未能完全掌握疫情常态化的特点，工作部署不够严谨科学、用心用情。这几种情况

都需要针对性地加以疏解。

二、张力存在的理论逻辑与利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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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中，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冲突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存在着内在的必然性。这种必

然性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个是公权力与私权利二元构造的理论逻辑，第二个则是多元利益的博

弈关系。

（一）公权力与私权利关系的二元构造

1. 为了结束野蛮无序的自然状态，防止私权利的肆意妄为，我们需要公权力。文艺复兴以来，一批伟

大的思想家从人的自然本性以及趋利避害、自我保存的社会本能出发，演绎出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利之

间的张力关系[3] 45。意大利政治思想家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从性恶论出发，认为古代罗马共和国

崩溃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个体不再关心公共利益。17世纪的英国哲学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假设

在国家尚未产生之前，存在着一种“一切人反一切人”的自然状态。为了结束这种人人自危的野蛮状态

，人类通过让渡出自己的一部分权利并签订契约的方式，建立起国家，呼唤出一种统一人格来压制利

己主义个体人格的发作，确保每个个体的普遍安全，这种统一人格就是国家或公共权力[4] 149-150。

中国在抗击疫情过程中运用公权力凝聚起应对危机的强大合力，进行全社会力量的紧急动员、各方面

资源的有序调动，进而及时开展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干预措施，如第一时间排查公共场所、封场休市、

全面消杀；迅速开展健康筛查，对涉疫人员进行核酸检测；果断上调应急响应级别，实行社区封闭式

管理；及时、大量调动医疗物资，短短数日建成方舱医院等。回顾战“疫”之路，这样的坚决处置与精

准管控离不开国家公权力的有效行使。反观美国，疫情仍在蔓延，过度膨胀的个人自由却不断扩大升

级。面对疫情和抗议活动的双重打击，美国政府的管控力度堪称“无力”，迟迟未能采取严格的社交隔

离措施，无法实现大规模检测，造成疫情持续蔓延，浪费了国家公权力的应有功能。

2. 为了防止公权力异化，造成对私权利的侵害，我们需要限制公权力。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

家的起源》中指出，公共权力是在“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5] 

187。并且权力在运行过程中容易受到主观意志的影响而趋向任性，因此有必要通过一个至上的权威

对其进行刚性限制。在讨论权力滥用和权力异化时，人们往往会引出三个著名论断：一是“无赖假定”

。18世纪英国哲学家休谟(David Hume)在性恶论的基础上将西方的法政人性假设为“普遍无赖”，他认

为掌握权力的机构和官员也概莫能外[6] 24，并且其无赖的后果更为严重，因为他们会利用“职务之便”

中饱私囊、权钱交易等，不仅损害私人利益，也破坏了公权力的合法性。二是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

爵总结出的“阿克顿定律”，即“权力趋向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②。“绝对”不在于权力的大小，而在

于权力失去了制约。三是“孟德斯鸠经验”。孟德斯鸠在探讨自由问题时写下过这样一句广为后世征引

的话：“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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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7] 154政府权力的扩张性使得享有权力的人无时无刻不在面对着滥用权力的

诱惑，如果不对公权力进行限制和制约，权力将异化成一股肆无忌惮的力量，对社会发展和私权利造

成严重损害。实际上，从新冠肺炎疫情应对来看，权力逾越了正常的度而侵害私权利的事件时有所闻

。基于此，公权力除了要受到法律的授权，还必须得到有关适用原则、适用条件、适用对象以及具体

措施的强度与规模的规范。这并非为了限制政府控制威胁、维系安全的能力，而是确保公权力稳定、

合目的、理性地行使[8] 96，以防造成对私权利的不当侵害。

（二）多元利益的博弈关系

1. 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中国在抗疫阻击战中取得了阶段性的战略成果，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这一

成效得益于各级政府、各社会机构和组织以整体利益为导向，坚持“全国一盘棋”的工作大局，充分彰

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也是局部利益服从于整体利益为主旨的集

体主义精神的胜利。面对风险挑战，局部利益只有在整体利益的维护中才能得以实现，因此各项制度

既要倡导和保障整体利益，又要协调和兼顾局部利益。习近平总书记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结合

中国抗击疫情实践经验，就加强疫情的国际合作、稳定世界经济发展提出了一系列重要主张，发挥了

重要引领作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呼吁各国携手应对风险，正是维护整体利益的深刻诠释。就国

内防疫常态化趋势看，境内防控还需要根据全国与地方之间的形势变化，研判整体与局部之间的利益

关系，科学落实各项动态防控措施。然而，疫情也是一面照妖镜，让一些局部利益凌驾于整体利益之

上的政治博弈无处遁形。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美国联邦与州之间持续冲突分歧、各自为政。联邦与

州之间的利益协调一度出现紊乱，如白宫对外发布的信息与各州政府及医学专家的说法不一致，各州

相互竞争联邦资源和竞价采购医疗和防护物资。

2. 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由国家法律赋予的，并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范围行使的公权力代表的是公共

利益，可以肯定其目的是保障公民健康和社会安全。当然，权力的滥用与异化不可忽视，但基于法益

位阶以及疫情防控措施全面性与效益性的考量，必然要对部分私人权益进行限制。不可否认，国内零

星散发病例和局部暴发疫情的风险仍然存在，区域管制、校园封闭等措施能有效防止疫情的二次暴发

。然而，当把更多关注给予公共利益时，又该如何有效保护私人利益？私人利益在与公共利益的对比

中具有弱势性，一面是对病毒的恐惧，一面是个人主义的催发，导致部分民众做出了激烈对抗，例如

从疫区返乡的居民声称自身利益不容侵犯，并利用各种手段脱离防疫部门的监管。在防疫常态化过程

中，政府要格外关注和切实保护个人正当权利，同时私人利益需要做出妥协，适当让步于社会利益和

国家利益，例如西方极端个人主义倡导的“私人利益至上”对疫情扩散无异于雪上加霜。

                             ?? 5 / 11



三、公权力与私权利张力的缓释路径

突发性疫情往往情况复杂、具有不确定性，从动态的角度讲，即使疫情管控进入常态化，也难以预见

张力发展变化的趋势。因此，我们应该科学遵循张力缓释的原则，探寻张力缓释的有效途径，使这种

张力得以均衡与缓冲。

（一）公权力运行中的张力缓释路径

1. 坚持比例原则。从实质上讲，比例原则描述的是公权力的运作与私权利的行使之间合理的比例关系

，其内涵可以简要概括为目的的妥当性、手段的必要性和法益的相称性。具体如下：

一是目的的妥当性。疫情步入常态化阶段，执法部门不仅要提高防控效率，健全专业防控体系，而且

要根据具体情境，判断防控手段的目的是否与法律目的相冲突。例如：某地政府不当征用其他地区的

医疗物资，将征用的口罩分发给行业协会、物业公司的人员使用，且并非直接用于一线医疗机构疫情

防控。不仅侵害了被征用物资的所有权人的利益，还侵害了其他疫情更为严重地区群众的利益。因此

，该地政府征用目的的妥当性值得质疑。

二是手段的必要性。在疫情防控中，绝不能因为疫情严重就去小题大做、滥施处罚，用孔子的话说就

是杀鸡焉用牛刀。“治大国若烹小鲜”，执法部门应持有“烹小鲜”的态度，根据疫情发展的变化趋势，

拿捏防控手段的尺度，在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寻求平衡。在非常态化疫情防控下，为了有效抑制病毒

的蔓延，各地政府纷纷采取了城市封闭、道路限行、区域管制等措施。公民考虑到维护社会稳定和自

身安全的需要，也会适当提高对私权利限制的容忍度。但是，能否在常态化疫情防控背景下继续实施

如此严苛的手段呢？这就涉及手段的必要性问题。非常态化下的防控手段只能是应急性的权宜之计，

如果将非常态化防控手段照搬到常态化下继续实施，只会引发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激烈的冲突。比如

在常态化背景下，如果一些高校依旧实行严格的管理措施，将大门长期“非常态”封闭，学生在持续的

高压环境下就容易产生焦躁和不满情绪，从而绕过繁琐的请假程序，直接翻越铁栏杆。

三是法益的相称性。国家机关在行使公权力时要综合考虑其运行的代价与效益，做出适当的权衡、比

较和选择。以武汉“方舱医院”为例，在短时间内兴建大量的方舱医院，必须要快速整合巨大的人力资

源、设备资源以及医疗物资。但建成后，方舱医院不仅可以收治大量患者，其开放式的病房还可以大

幅提高看护效率，以最小的成本解决医疗资源紧张的难题，疫情结束后还可以低成本恢复，这就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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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执政者在追求目标时的长远眼光和成本意识。但是，某些学校为了符合疫情防控措施的要求，在食

堂每张餐桌上都设置了隔板，摘掉口罩吃饭的学生看不到对面的同学，却与邻桌的同学相隔不到一米

，这样的防疫效果令人担忧。有的学校甚至将这种隔板用于教室课桌。教室本就是人员聚集场所，学

生课间活动时，隔板就又形同虚设。除此之外，这些看似精心设计的塑料隔板还会对环境造成污染。

2.遵循正当程序。“程序公正和规范是自由不可或缺的内容……自由的历史很大程度上是遵循程序保障

的历史。”[9] 94只有法律明确规定，公权力才能对私权利予以限制。权利一旦被法律所确认，就不得

被政府任意限缩；当不得不限制权利时，必须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行为主体一定要适格，权力行使要

有严格步骤与合理限度，并承担对权利限制正当性的举证责任。例如：疫情期间一家三口在自己家中

打麻将娱乐，一群巡逻的工作人员不由分说地破门执法，把麻将桌也砸烂了。首先，戴“红袖章”的志

愿者和防疫人员不具备执法资格，更不符合法律程序；其次，打砸举动没有执法依据，还可能构成故

意伤害罪和故意毁坏财物罪；最后，防疫人员未经同意径直进屋更是涉嫌侵犯公民住宅权。事实上，

只有公安机关或国家安全机关在法律规定的条件下，履行法律规定的程序要求，才有可能未经公民同

意进入住宅。

3. 保持灵活偏好。当下，国内一些地区接连暴发小规模的聚集性疫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哪里又

会是下一个疫发地？谁也无法预测。因此，面对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公权力运行

要有灵活偏好。灵活偏好是西方经济学家凯恩斯在经济危机下提出的理论，他主张政府要灵活偏好，

根据市场的供求关系，灵活调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疫情防控工作中，政府施策同样要有灵活偏

好，因时而动、顺势而为。在应急性疫情防控中，公权力运行往往更偏向于“控”，但在常态化新趋势

下，政府施策应更注重“防”，防得好才能控得住。“防”不是不分时间、空间、对象的全覆盖的防，而

是分区分类，有所侧重的防。此外，动态调整，差别对待，是常态化防控工作中必须要掌握的精髓要

义。这就要求政府要动态调整风险等级，灵活调节防控措施的力度：高风险地区高度封闭、高度管控

；中风险区中度封闭、中度管控；低风险地区则进行柔性管控。

（二）私权利行使中的张力缓释路径

1. 不同位阶权利的排序。在疫情常态化背景下，当不同位阶的权利产生冲突时，私权利为主体的个人

应该要有科学的排序意识，这就涉及到对不同位阶权利的衡量。私权利主体应该明晰，在位阶不同的

权利之间要保障处于高位阶权利的实现，就必须对低位阶的权利予以克减，从而实现权利体系的内在

秩序价值[10] 82-85。在防疫常态化下，维护秩序安定依旧处于更高位阶，并且必须始终将保障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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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命健康权与社会的安全稳定放在第一位，如此一来，部分私权利必然会受到限缩。例如因隔离而

带来公民人身自由限制，在生命健康权与人身自由权之间应当优先考虑前者。再如因征用而导致私人

财产权的限制，由于国外疫情形势严峻，入境人员隔离场所不足，公权力优先考虑公民生命健康权，

征用宾馆、酒店作为入境人员定点隔离场所。

2. 张力场域中的妥协。在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张力场域中，张力的缓释不仅要着眼于公权力，同时也要

兼顾于私权利，需要根据不同形式的变化，做出相应妥协的策略。在各种现实情境之中，特别是在公

共生活领域，私权利妥善权衡与公权力的冲突，并做出一定程度的自我限缩和忍耐是必要的。此外，

两个或两个以上同样具有法律依据的权利之间也会发生冲突。如疫情防控下个人隐私权和他人知情权

之间的冲突问题。当某些个人信息成为影响疫情传播的重要因素，一方权利人出于自身保护不愿意公

开，他方权利人迫切地想要获取这些与疫情相关的信息，这就形成权利与权利之间的冲突，需要我们

通过协调达到某种平衡点。在特殊情况下，这种理性的协调有利于保障个人的生命健康和全社会的健

康安全。例如在疫情信息公开中，被调查的重点对象应该主动上报历史行程与踪迹，不隐瞒关键信息

。同时，公民应通过官方渠道及时了解疫情信息，尊重他人隐私权，理性对待，无须恐慌。

四、结语

其实，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张力关系无论是在疫情时期还是在非疫情时期，都会一直存在着。只是疫情

时期的张力关系会与往常明显不同，在应急性管控措施下，会出现尖锐化。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虽

然张力有所减弱，但面对全球范围的严峻形势和国内疫情时有局部反弹的不确定性，公权力与私权利

的限缩将长期伴随公民的日常生活，张力关系依然会保持在某种高位之上。因此，面对公权力与私权

利的新博弈，政府必须摒弃简单机械的管控思维、改变片面防疫的消极心态，尽量避免站在道德制高

点上做违法侵权的事。政府要对私人权利做出限制，应当在决定和适用的过程中始终遵守职权法定原

则和比例原则的要求，在防控措施上要有足够的弹性，针对疫情的不确定性呈现出政府的灵活偏好，

做到有效政府和有限政府的有机统一。公民也应当摆正心态，克服负面情绪，理性地接受暂时性的权

利限制，学会做到合理的权衡和必要的妥协。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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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2020年10月的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上，张文宏称，最近国际疫情持续蔓延，证明新冠病毒获得

了非常强的在人类社会中生存的能力。很多流行病学专家一致同意，它已经成为一个常驻病毒，就像

大家熟知的流感病毒一样。参见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9660287。在同年7

月的“如何防控秋冬疫情”论坛上，吴尊友表示，初步判断，全球疫情将持续高水平流行，冬季将会在

高水平流行的基础上继续加重；牛津大学医学院终身教授、流行病学专家陈铮鸣表示，病毒不可能消

失，我们面临长期的持久战，必须与病毒共舞，长期作战。参见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

1672094141616514624&wfr=spi

der&for=pc。

② 阿克顿勋爵1887年4月5日在给克莱顿的一封讨论宗教改革时期教皇制度的长信中写道：“Power

tends to corrupt，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国内不少文献将这句话翻译为“权力必

然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但仔细推敲原文，这句话应该翻译为“权力趋向腐败，绝

对权力绝对腐败。”并非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而是绝对权力本身就是绝对腐败。参见Dalberg-

Acton， John Emerich Edward. Essays on Freedom and Power， Boston： Beacon Press，

1949：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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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ension between Public Power and Private Righ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ormalization of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Its Mitigation

 

WU Yanyi, GU Ya'nan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normalization of epidemic prevention, although the tension

between public power and private rights is not as prominent as during the emergency response

period of the epidemic,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two will still exist for a long time, which is

manifested in personal freedom,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per procedures, and effective

responsibilities. Responsible and other aspects. The existence of this tension has its inevi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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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orms to the legal logic of the dual structure of public power and private rights, and also has a

realistic basis for the game of multiple interests. The mitigation of this tension can follow the

following solutions: on the one hand, the government as the main body of public power should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when implementing policies, follow due process, carry

out dynamic and flexible governance, and maintain flexible policy preferences; on the other hand,

Individuals as subjects of private rights must have a scientific sense of sequencing in the face of

conflicts of rights at different levels. At the same time, necessary compromises and trade-offs

must be made in the field of tension between public power and private rights.

Keywords: Normalization of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ublic power; private right; tension

relief;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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